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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云南省州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绍稳 徐光远
1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昆明 650504) 

【摘 要】: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优化城市体系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齐

普夫模型考察云南省城市体系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云南省城市体系在2008—2017年呈现聚集发展趋势、城市体系

分布帕累托系数逐年下降，说明省域经济发展差异逐渐扩大，因此，在新时代推动云南省域协调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从理论上分析城市体系分布的影响因素，并利用云南省州市府驻地城市建成区户籍人口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

据表明，财政支出、外商投资、进出口额对城市体系聚集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效应，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促

进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城市体系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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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1］。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定义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立足新时代，揭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背后所蕴藏的基

于城市发展规律的区域协调发展逻辑，对深化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未来城市体系构建方向和发展重

点，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理的城市体系不仅是城市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保证，而且

是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力，推动中小城市和周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2］

，因此，合理的城市体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基础。然而，现有文献很少将城市体系构建和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

尹虹潘(2007)［3］和刘修岩等(2018)［4］采用定性的方法，从城市体系的角度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所作的理论研究没有采用定量的

方法;赵祥(2016)则采用定量的方法，运用基尼系数对中国的城市体系和经济发展差异进行统计
［2］

，所作的研究总体上是基础性

分析。 

云南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典型欠发达区域，不仅存在与东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问题，而且云南省内部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也

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指出，云南要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云南省要实现这一目标，省内区域协调发展是基础。那么，云南省的城市体系演变历程呈现什么特点，又有哪些因

素影响云南省城市体系演变?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对于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体系和实现云南省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作者简介:张绍稳(1971－)，男，云南宣威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城乡规划;徐光远(1949

－)，男，江西南昌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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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眼于区域协调发展，以云南省州市府驻地城市所构成的特定城市体系为对象，探索云南省城市体系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

素。 

二、文献综述 

区域协调发展属于区际经济关系范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协调发展机制。王琴梅(2007)将区域协调发展的

一般性机制概括为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技术的区域间传播和扩散、产业结构的区域变迁等内容，强调从市场机制、政府调控

机制、制度创新等角度入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5］。覃成林等(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制约和促

进的机制所构成的体系，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空间组织机制、援助机制和治理机制［6］。王尔德等(2017)认为，要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
［7］

。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和创新中心，对国家或区域的城市体系研究非常丰富。这里主要对中国的城市体系研究

进行文献综述。对中国城市体系的认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中国城市体系呈扁平化趋势，比如，江曼琦等(2006)［8］、刘学

华等(2015)［9］运用非农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测度指标，检验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呈现扁平化趋势;梁琦等(2013)使用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中的城市常住人口指标，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也呈现扁平化趋势［10］;李松林等(2017)运用夜间灯光作为城市规模

测度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出典型的扁平化特征，且这一扁平化趋势在不断加剧［11］。然而，另一类观点认为中

国城市分布扁平化并不明显。比如，唐为(2016)通过对比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的城市体系并没有表现出明

显的扁平化特征［12］。也有不少学者以省份为对象研究城市体系分布特征。比如，吕祯婷等(2008)研究发现安徽省城市体系分布

在1988—1999年趋于集中，2000年以后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
［13］

。张守忠等(2008)分析了1985—2004年黑龙江省城市等级规模

体系的变动特征［14］。 

合理的城市体系，意味着不同城市间形成分工合理的状态，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5］。尹虹潘(2007)运用聚

类分析方法对重庆市的40个区县的城市体系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重庆市“一圈两翼”空间发展模式总体是合理的，并提出了

促进重庆市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3］。赵祥(2016)提出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然后运用人口基尼系

数和GDP基尼系数对中国的城市体系和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简单统计，并据此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2］。刘修岩等(2018)

认为我国要构建多中心的城市(群)网络体系，在保障大城市健康发展的同时，兼顾中小城市(镇)的稳定增长，从而推动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4］。 

三、云南省城市体系分布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Ioannides等(2008)提出需要从经济学上解释城市体系演化的规律
［16］

，张志强(2010)尝试建立了一个实证研究中国城市规

模分布演化的经济学框架
［17］

。 

影响城市体系分布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城市体系分布越来越集中的因素。另一类是影响城市体系分散的因

素。促进城市体系分布越来越集中的因素，意味着该因素有利于城市规模扩大。根据经济理论并结合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文选

择财政支出(fis)、进出口额(trade)、外商投资(fdi)和交通运输条件(road)等四方面因素。 

(一)财政支出因素 

某一城市的财政支出主要通过投资和转移支付两方面促进该城市经济增长，进而扩大城市规模。一方面政府增加对某一城

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主要是通过增加个人的收入，促进

消费增长来带动城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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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财政支出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即财政支出对帕累托分布系数ξ的影响为正。 

(二)对外经济联系 

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也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18］。反映城市对外经济联系主要有进出口额和外商投资。根

据城市经济理论的城市需求指向模型，城市经济可以分为以外部市场导向的基础部门和服务业构成的非基础部门。其中，基础

部门是以出口为基础的城市产业集合。进出口额正是反映了城市基础部门的对外经济联系，进出口额越大，对城市本身的经济

增长越大。外商投资对于城市规模扩大有两方面的途径，一方面外商投资作为投资的一种形式，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拉动城市经

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带来外国先进技术，通过技术溢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假设2:进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帕累托分布系数ξ的影响为正。 

(三)交通运输因素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当两个地区之间运输成本逐渐变小的时候，两个地区的经济将从聚集状态逐渐变得分散。但是，当

两个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进一步减小，达到某一临界值的时候，两个地区的经济将重新走向聚集［19］。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所以云南省的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成本还处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第一阶段，还没

有下降到临界值以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说，现阶段，随着云南省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云南省各州市之间的运输成本逐渐

下降，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还处于分散阶段。因此，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3:交通运输条件对帕累托分布系数ξ的影响为负。 

四、模型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齐普夫模型 

由于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一个区域内的不同城市会形成不同的城市规模。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形成机理以及时空演进

趋势，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齐普夫模型是Zipf(1949)［20］在Auerbach(1913)［21］指出城市规模分布接近幂律(帕累托)

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齐普夫定律(Zipf’s Law)，用于分析城市体系分布特征的模型。该定律揭示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之间的关

系，并得到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即城市规模分布符合: 

 

其中，Si表示某一城市(人口)规模，P表示对应城市规模大于Si的分布概率，a表示待估参数，ξ表示城市规模分布所满足

的帕累托指数。 

式(1)可以引申为: 

 

然而，Gabaix等(2007)［22］提出，由于按照序数排列，对式(2)运用OLS进行回归会造成偏误，因此，为了得到有效的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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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托分布系数ξ，建议使用式(3): 

 

其中，ranki代表城市i的规模在全国或者区域城市体系中的排序，sizei表示城市i对应的规模。如果帕累托指数ξ=1，表

示该国家或区域的城市体系服从齐普夫定律，即位序－规模法则;如果ξ大于1，表明城市规模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即通常所说

的扁平化;如果ξ小于1，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不均匀，也就是人口通常聚集在少数大城市。 

(二)城市体系分布的影响因素模型 

借鉴Ioannides等(2008)［16］和张志强(2010)［17］的研究，提出实证研究城市体系分布演化的影响因素模型。首先，建立如下

城市体系分布的帕累托指数ξ影响因素初步模型: 

 

将式(4)代入式(3)得到式(5): 

 

式(5)就是城市体系分布影响因素的基本回归方程。其中，β就是式(4)中表示影响城市体系分布的帕累托指数。 

(三)数据说明 

现有实证研究城市体系分布的数据选取有两类:一是运用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线性扫描系统(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

如李松林和刘修岩(2017)［11］的研究，优点是接近事实，缺点是难以精确地测算人口数。二是基于统计数据的研究。其中，魏守

华等(2015)［23］采用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城市市辖区户籍人口数，而唐为(2016)［12］和魏守华等(2018)［24］采用第五次和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市常住人口数。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影响城市体系分布的因素有财政支出、进出口额、外商投资和交通运输条件等。本文参考魏守华等

(2015)［23］的计算逻辑，使用州市府驻地城市的建成区户籍人口数(peio)度量城市规模，数据全部来源于云南省2009—2018年统

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指数 

rank 8.50 4.62 1.00 16.00 160 

peo 74.45 85.68 6.72 462.97 160 

fis 2.32 5.30 0.02 35.66 160 

fdi 280.31 1222.13 0.00 9137.0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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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438.71 3089.95 0.00 29483.71 160 

 

五、云南省城市体系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实证 

(一)云南省城市体系演变规律 

运用云南省2008—2017年的州市府驻地城市的建成区户籍人口数据，根据式(2)得到的云南省城市体系的帕累托指数如表2。

帕累托指数最大的年份是2008年的0.81，最小的年份是2017年的0.63，说明云南省2008—2017年城市体系的帕累托指数均小于1，

说明云南省城市规模分布不均衡。 

表2 城市体系分布模型估计结果 

年份 样本量 常数项 帕累托指数ξ 调整的拟合优度 

2008 16 4.92 0.81 0.84 

2009 16 4.69 0.74 0.82 

2010 16 4.85 0.77 0.83 

2011 16 4.98 0.80 0.86 

2012 16 4.96 0.78 0.85 

2013 16 5.04 0.80 0.83 

2014 16 4.96 0.77 0.85 

2015 16 4.80 0.73 0.84 

2016 16 4.84 0.74 0.84 

2017 16 4.45 0.63 0.56 

 

根据Gabaix等(2007)［22］的理论，对式(2)运用OLS进行回归会造成偏误，为了得到有效的帕累托分布系数ξ，应使用式(3)

估计。现运用式(3)对云南省城市体系的帕累托指数重新估计，得到云南省2008—2017年的帕累托指数如表3。帕累托指数最大

的年份是2008年的0.95，最小的年份是2017年的0.76，说明云南省2008—2017年的帕累托指数均小于1，根据前文的理论说明，

当帕累托指数小于1，说明云南省城市规模分布不均衡。 

表3 城市体系分布模型估计结果 

年份 样本量 常数项 帕累托指数ξ 调整的拟合优度 

2008 16 5.32 0.95 0.82 

2009 16 5.04 0.87 0.79 

2010 16 5.24 0.91 0.81 

2011 16 5.39 0.93 0.83 

2012 16 5.36 0.92 0.83 

2013 16 5.45 0.93 0.80 

2014 16 5.38 0.91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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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6 5.20 0.86 0.82 

2016 16 5.24 0.87 0.82 

2017 16 4.83 0.76 0.57 

 

图1是云南省2008—2017年帕累托指数变化趋势图。由图1可看出，帕累托指数从2008年的0.809逐渐下降到2017年的0.632，

说明云南省城市体系分布的聚集程度逐渐提高，也就是说人口逐渐向昆明等大城市流动。 

 

(二)云南省城市体系分布影响因素实证 

城市体系分布影响因素模型的因变量是序数，一般使用极大似然估计。 

由模型1可知，财政支出对城市体系分布的影响效应是正的，说明财政支出的规模越大，对帕累托系数的影响也越大，即城

市体系分布演化呈现聚集趋势。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交通运输条件，财政支出对城市体系分布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而交通运输条件对城市体系分

布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交通运输条件越好，帕累托系数越小，即城市体系分布呈现协调发展趋势。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外商投资(FDI)，FDI对城市体系分布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外商投资越多，对帕累托系数的影

响也越大，城市体系分布越聚集。其他两个因素同模型2。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进出口额，进出口额对城市体系分布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进出口额也有助于城市体系

分布聚集发展。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符号同前面3个模型，这也说明这几个影响城市体系分布的因素很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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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和建议 

从区域城市体系构建的视角研究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体系协调发展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表现，也是实现区

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探究云南省城市体系演变的特点，进而考察影响云南省城市体系分布的因素，

奠定了从城市体系均衡分布的角度推动云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既是对区域城市体系研究的方法拓展，也

是对促进云南省域协调发展思路的理论探索。 

综上，齐普夫模型适用于考察城市体系演变规律，以云南为例的研究发现，云南省城市体系在2008—2017年呈现聚集发展

趋势，反映城市体系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从2008年的0．809逐渐下降到2017年的0．632，说明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逐渐扩大，

在新时代关注和推动云南省区域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提出并经实证检验的对城市体系分布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结果

表明，财政支出、外商投资、进出口额对城市体系聚集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城市体系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和结论，建议通过财政支出、对外经济、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提升构建均衡的云南省城市体系，进而促进省域

协调发展。首先，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对中小城市的财政投入。财政投入往往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干预经济的方式，加大对中

小城市的财政支出力度，可以通过投资和消费两种途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其次，在对外经济方面，一方面加

大中小城市外商投资的政策优惠力度，扩大中小城市外商进入规模;另一方面鼓励本地优势特色产业出口，政府支持搭建地方电

子商务平台，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出口。最后，在交通运输条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省域州市府驻地城市间的综合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率，推动云南省城市体系与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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